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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双碳”背景下，城镇化对环境的影响特别是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本文在系统

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主要从三个方面整理了城镇化影响碳排放的相关研究：归纳了学界关于城镇化与碳排放的内涵

及度量；探讨了城镇化与碳排放的关系和强度研究；总结了城镇化影响碳排放的传导机制。在此基础上，运用Meta回归

分析方法剖析了不同文献结论出现差异甚至相互矛盾的深层原因，并讨论了现有城镇化对碳排放研究的不足之处及其拓

展方向。主要有以下发现：第一，国内外研究以定量分析为主，大多以 IPAT模型和STIRPAT模型为基础进行拓展，集中

讨论城镇化是否影响碳排放；第二，大多数文献使用中介效应模型、门槛效应模型等，集中探讨城镇化过程中各种因素对

碳排放的影响机制；第三，在变量特征中选择人口城镇化率和土地城镇化率指标的研究均有更大概率得到城镇化促进碳

排放增长的结论。总体而言，城镇化对碳排放的影响是一个涉及多种因素、复杂且长期的问题，目前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

正在不断丰富，但这一领域仍需完善研究体系、丰富视角、增加创新，为城镇化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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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影响碳排放的研究进展

徐俊武，陈钊雄
（湖北大学 商学院，武汉 430062）

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了高质量发展阶段，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

展的经济体系也成为新时代下高质量发展的方向。当前我国经济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快速推进城镇化的重

要发展阶段，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城镇化率已由1978年的17.9%快速增长到2021年的64.72%。联合

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研究表明，城镇地区排放了全球75%的二氧化碳，制造出全球80%的

环境污染。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也是全球第一大碳排放国，也明显受到国际碳减排计划的压

力。为着力解决资源环境约束问题，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庄严承诺，我国明确提

出 2030年“碳达峰”与 2060年“碳中和”目标。要实现“双碳”目标，推动城镇绿色低碳发展则是重中之重。

研究我国城镇化对碳排放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有利于推动“双碳”目标的实现，推动高质量发展。

关于城镇化影响碳排放的研究，国外早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有学者关注相关问题，近年来国内学者

也增加了对该问题的研究。本文就城镇化对碳排放影响的近期研究进行系统的梳理、评述和文献计量分

析，主要从城镇化与碳排放的内涵及度量、城镇化与碳排放的关系和强度以及城镇化影响碳排放的传导机

制进行分析。本文在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归纳整理相关的研究内容和方法，分析其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为

后续的研究和节能减排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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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镇化与碳排放的内涵及度量

由于在不同学科和文献中城镇化和碳排放的概念有所不同，因此在讨论城镇化与碳排放的研究之前必

须整理城镇化与碳排放内涵及度量的相关研究，为讨论后续问题奠定基础。

（一）城镇化

城镇化率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从目前对城镇化相关问题的研究来看，不同学

者对“城镇化”的理解有所差异，因此必须明确此处讨论的“城镇化”。第一，“urban”可以翻译为城市（city）或
城镇（town），但英文术语中“urbanization”通常被翻译为城市化，而不包括城镇化[1]。原因在于我国许多城镇

在人口规模上已与国外不少中小城市相当，使用“城镇化”这一概念更加符合我国同时发展城市和小城镇的

发展战略[2]，因此本文也将延续“城镇化”这一表达。第二，城镇化是传统的乡村社会向现代化城市社会的多

方面综合转变过程，城镇化不仅意味着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还意味着人们生活方式、土地利用方式、经济

发展模式等诸多方面的变化[3]，但受限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和户籍制度下城镇人口与农村人口的分割，当前文

献普遍从人口角度表征城镇化，如使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因此本文也将延用“城镇化”表示人口城镇

化，并在有必要的部分将人口城镇化与其他类型的城镇化进行区分。

诚然，城市人口规模、人口密度、人口集聚程度的变化对城市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但随着我国城

镇化率的进一步提升，仅考虑人口角度的研究显然已经不能满足城镇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学界也开始从

经济、土地、社会等角度挖掘城镇化的内涵，并出现了一些研究成果，表1为五种主要的城镇化类型及其度

量指标。

表1 不同类型的城镇化度量指标

类型

人口城镇化

土地城镇化

经济城镇化

社会城镇化

综合城镇化

介绍

从人口规模、人口密度等角度衡量

的城镇化

从城市土地利用或基础设施建设等

角度衡量的城镇化

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等角度衡量

的城镇化

从消费、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角

度衡量的城镇化

从多角度综合衡量的城镇化

优点

计算简便

能反映城镇建设的经济效

益，避免与人口规模形成

多重共线性

数据易得，可拓展至市县

一级

能反映城镇居民生活方式

的变化

能综合反映城镇建设对碳

排放的影响

缺点

不同指标结果差异大，在新型

城镇化研究中缺乏解释力

在基础设施完善的城镇化后

期缺乏对碳排放影响的解释

经济因素与其他因素的耦合

关系复杂，难以剥离

对碳排放的影响没有清晰的

路径

统计方法差异大，且缺乏明确

的经济意义

经典文献

李锴等（2011）、
张腾飞等（2016）、
丁斐等（2020）

王锋等（2017）、
Pu等（2022）

王芳等（2012）、
杨浩等（2018）

陈明星等（2009）

陈晋等（2003）、
陶爱萍等（2016）、
Xu等（2022）

大多数文献都采用了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作为人口城镇化的指标。其中，城镇人口主要使用常住

人口或户籍人口[4]，也有部分文献使用非农人口替代[5]。在地级市层面由于缺少连续可比的数据，也有文献

使用城镇就业和失业人口总和与人口总量的比值作为城镇化率的替代指标[6]。除了以上常见的人口城镇化

指标，也有文献提出城市首位度，即首位城市与第二位城市人口规模之比，探讨人口在大城市的高度集聚对

碳排放的影响[7]，或通过人口密度研究人口集聚对碳排放的影响[8]。人口城镇化的使用十分广泛，在不同限

制条件下均有大量的文献，但目前对人口老龄化、低生育率的研究仍较少。

土地城镇化的指标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为城市单位土地面积增加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另一类为城

84



市建设相关的土地面积占城市总面积的比例。前者包括地均财政收入、地均第二或第三产业产值、地均固

定资产投资等[9]，后者主要包括建成区面积占总面积的比重和人均城镇道路面积[10]。现有关于土地城镇化的

研究更多从整体切入，对城镇内部不同功能分区和城市群不同定位城市的研究尚不充分。此外，城镇土地

扩张速度远高于人口增长速度[11]，以土地面积相关的指标衡量土地城镇化存在高估城镇化进程的可能性。

经济城镇化的指标主要包含两类，一类采用GDP相关的指标，另一类采用产业结构相关的指标。前者

多使用人均GDP[8]，后者包括第二或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或第二和第三产业总产值占GDP的比重[3]。

也有文献从城镇居民生活质量角度出发采用人均可支配收入或人均消费支出衡量经济城镇化[12]。

关于社会城镇化，目前尚未有明确的定义和表征指标。有学者认为社会城镇化主要指向意识形态层

面，其量化表征指标选取较为困难[9]。也有文献从教育、医疗和用电角度衡量社会城镇化，发现医疗水平对

城镇化演进较小[3]。总体而言，当前关于社会城镇化的研究还较少。现有文献主要从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

角度进行衡量，缺少社会城镇化对碳排放传导链条的系统论述。

衡量综合城镇化的方法有很多种，部分学者参考《中国城镇化质量综合评价报告》[13]提出的城镇化质量

指标体系，从发展质量、发展效率和城乡协调三个方面构造城镇化综合指数[14]。也有学者采用熵值法，从人

口、经济、土地和社会等角度构建城镇化综合指标 [15]。除此之外，也有文献另辟蹊径，使用夜间灯光数据

（DMSP/OLS）结合城市照明强度，从深度和广度两个角度衡量城镇化水平[16]。以上综合指标都能体现城镇

化综合发展水平，但综合指标缺乏明确的经济意义，也难以解释城镇系统中不同部分协调下对碳排放的复

杂影响。

总的来说，当前无论是人口、经济、土地和社会单一角度的城镇化研究，还是构造城镇化综合指标的研

究都已有一定数量的成果，但不足以表现城镇化各方面发展在相互作用下从不同路径对碳排放的系统影响。

（二）碳排放

二氧化碳排放量，可简称为碳排放量。现有文献中碳排放的相关指标主要有：碳排放总量[17]、人均碳排

放量[4]和碳排放强度[5]，也有少量文献使用碳排放效率[18]，指标如表2所示。

表2 不同类型的碳排放度量指标

类型

碳排放总量

人均碳排放量

碳排放强度

碳排放效率

介绍

区域中一段时期内排放

的二氧化碳总量

衡量碳排放的人均水平

衡量单位产值碳排放

衡量单位碳排放的产值

计算

采用 IPCC 发布的碳排

放系数和各类能源消耗

计算

碳排放总量/区域总人口

碳排放总量/GDP

GDP/碳排放总量

优点

能反映碳排放的总

体情况

方便衡量地区平均

水平，对比地区差异

能反映经济增长和

碳排放的挂钩情况

能间接反映技术进

步的情况

缺点

在不同规模的城市中

缺乏可比性

无法体现不同地区碳

排放差距悬殊的问题

无法体现碳排放的净

增长

化石能源占比较大时

无法体现不同地区技

术差异

经典文献

林伯强等（2010）、
丁凡琳等（2019）

张腾飞等（2016）

李锴等（2011）

王鑫静等（2020）

由于尚未有权威的官方机构公布相关数据，当前文献都是通过各类能源消耗量及其对应的碳排放系数

计算所得。现有文献关于碳排放的计算主要有两种。第一，是与一级能源相关的碳排放，如化石能源燃烧

过程产生的碳排放。第二，是与生产过程相关的碳排放，主要为二级能源，如生成水泥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19]。

现有文献中研究对象为国家或省级层面的文献多数采用一级化石能源进行计算，如林伯强等（2010）[17]使用

煤炭、石油等一级化石能源计算碳排放量。而地级市层面的文献则更多通过二级能源或末端能源消耗量进

徐俊武，陈钊雄：城镇化影响碳排放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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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计算，如丁凡琳等（2019）[20]从用电、用气、交通和供暖四个方面计算碳排放。不同的计算方法和能源种类

使得最终得到的碳排放总量有较大差异。

二、城镇化对碳排放的影响

由于城镇化和碳排放存在多种不同的表征指标，不同文献选取的变量、样本和方法等特征也不同，因而

不同文献的结论可能存在较大差异。

（一）主要模型

现有关于城镇化影响碳排放的研究中常用的模型有 IPAT模型、STIRPAT模型、EKC模型、KAYA恒等式

和LMDI，模型特点及说明如表3所示。

表3 城镇化影响碳排放的主要模型和方法

模型

IPAT

STIRPAT

EKC

KAYA恒等式

LMDI

公式及说明

I = P × A × T

I表示环境影响，P表示人口，A表示经济富裕度，
T表示技术水平

ln I = ln a + b ln P + c ln A + d ln T + ε

I表示环境影响，P表示人口，A表示经济富裕度，
T表示技术水平

E = α+ β1 y + β2 y2 + β3 y3 + β4 Z + ε

E表示环境影响，y表示经济发展水平，Z表示其
他影响环境的因素

RCE = RCE
REC

× REC
GDP

× GDP
P

× P

RCE表示碳排放总量，REC表示能源消耗总量，
GDP表示国内生产总值，P表示人口总量

在基期和 t期的碳排放量差异可以表示为加法和
乘法两种模式
加法：
∆CO2 = CO2( )t - CO2( )0 =∆CE +∆EG +∆PG +∆P

乘法：

CO2 =
CO2( )t
CO2( )0

= CE × EG × PG × P

CE表示碳排放系数，EG表示能源使用效率，PG
表示人均GDP，P表示人口总量

介绍

环境影响的经典模型，定
量反映人类活动对环境
的影响

IPAT 的拓展形式，是可
拓展的随机性的环境影
响评估模型

定量描述经济增长与环
境质量的模型，又称环境
库兹涅茨曲线

描述了人类获得和温室
气体排放的关系

定量测量能源消费和碳
排放驱动因素贡献的方
法，又叫对数平均分割指
数分解方法

主要特点

假定环境影响对于三种
影响因素的弹性之和为1

可按需要加入解释变量

能考察经济增长与环境
质量的非线性关系

公式简单，分解无残差，
但只能对流量变化作出
解释

LMDI可以有效地处理零
值和负值数据，并且具有
恒定总和的优势，相比
SDA 不需要使用投入产
出表数据

经典文献

Dietz等
（1994）

王星等
（2016）

宋海云等
（2016）

林伯强等
（2010）

涂正革等
（2013）

以上几种模型都是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模型，在现有文献中频繁使用。其中，大量文献在考虑城镇化对

碳排放的线性关系时，都基于由 IPAT模型[21]改进的STIRPAT模型进行分析[22]或通过LMDI[23]、KAYA恒等式[17]

对影响碳排放的因素进行分解。在探讨城镇化与碳排放的非线性关系时，许多学者则根据EKC假设引入城

镇化的平方项或三次方项进行分析[24]。

（二）相关关系

当前部分文献认为城镇化与碳排放之间仅仅存在线性关系，也有文献认为两者呈“U”型关系或“倒U”

型关系、“N”型关系或“倒N”型关系，当然还有少数文献认为两者之间没有显著关系。不同模型有各自的适

用范围和特点，使用不同模型是结论具有差异的原因之一。

1. 关系检验

首先关于城镇化对碳排放是否存在影响，不同的学者主要通过协整分析、格兰杰因果检验等方法进行

了检验，主要研究结果如表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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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城镇化对碳排放是否存在显著影响

存在显著影响

不存在显著影响

方法

协整分析

协整分析

协整分析、格兰杰因果检验

协整分析、格兰杰因果检验

拓展的EKC模型

ARDL

研究对象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29个省份

中国32个地级市

时间跨度

1978－2008
1980－2011
1978－2009
1985－2009
1995－2009
1999－2011

经典文献

林伯强等（2010）
孙欣等（2014）
周葵等（2013）
谢守红等（2013）
Du等（2012）
姬世东等（2013）

部分学者认为城镇化对碳排放并没有显著影响[25]。Du等（2012）[26]认为城镇化一方面带来更多的能源消

费，另一方面人口集聚带来规模效益递增使碳排放减少。在城镇化的进程中，不同因素对碳排放产生了或

正或负的影响，综合来看，城镇化与碳排放关系并不显著。但也有许多学者持有相反观点，孙欣等（2014）[27]

和林伯强等（2010）[17]通过协整分析等方法发现城镇化与碳排放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周葵等（2013）[28]和谢守

红等（2013）[29]同样通过协整分析发现城镇化与碳排放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并进一步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发

现城镇化是碳排放增加的格兰杰原因，但碳排放不是促进城镇化的格兰杰原因。

除了少数文献认为城镇化对碳排放没有影响，更多文献在城镇化显著影响碳排放上达成了共识。文献

结论产生差异可能的原因在于变量选择、方法和样本等方面的特征不同。

2. 线性与非线性关系

在城镇化能显著影响碳排放的基础上，不同学者就城镇化与碳排放存在何种线性关系与非线性关系进

行了大量研究。但由于不同文献在研究对象、样本时间跨度、指标选取、模型和方法等方面的差异，目前尚

未得出统一的结论。除此之外，影响强度不同文献中也存在较大分歧，主要研究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城镇化与碳排放的线性、非线性关系及影响强度

经典文献

牛鸿蕾

（2019）
王鑫静等

（2020）
王世进等

（2017）
张腾飞等

（2016）
宋海云等

（2016）
冯冬等

（2018）
胡建辉等

（2015）
王星等

（2016）
曹翔等

（2021）

研究对象

中国29个省份

118个国家

中国29个省份

中国30个省份

金砖5国

中国3大城市群

中国3大城市群

中国29个省份

中国30个省份

时间跨度

2002－2016

2009－2016

1980－2014

2000－2012

1981－2014

2005－2015

2005－2012

1996－2012

2003－2019

城镇化指标及关系形式

人口城镇化（-）

人口城镇化（-）

人口城镇化（+）

人口城镇化（+）
人口城镇化（“U”型：中国、印度；

“倒U”型：巴西、南非、俄罗斯）

人口城镇化（“U”型）

人口城镇化（“倒U”型）

人口城镇化（“N”型：城镇化质量

低地区；“倒N”型：城镇化质量中

高地区）

人口城镇化（“倒N”型）

模型和方法

STIRPAT 模型和动态

空间面板模型

STIRPAT模型

STIRPAT模型

动态面板估计方法

STIRPAT 模型和 EKC
模型

STIRPAT模型

STIRPAT模型

STIRPAT模型

EKC模型

影响强度（城镇化率提

高1%）

碳排放量下降0.15%

碳排放效率下降0.83%

碳排放量增加0.63%

碳排放量增加0.44%

首先关于城镇化与碳排放的线性关系，包括了城镇化促进碳排放增长和城镇化降低碳排放两种。一种

观点认为城镇化有利于降低碳排放，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发挥主要作用[7，18]。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城镇化会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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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碳排放[4，30]，消费效应占主导地位。除了以上文献，还有一些学者对城镇化发展如何影响碳排放进行了理

论分析。一方面，要素的集聚提高了公共基础设施的利用率和能源使用效率，从而降低了能源消耗和碳排

放[31~32]。城市交通运输同样高效低耗，农业工业的机械化也使得单位能耗下降，规模效应明显[7]。可见，当规

模效应和集聚效应提升的能源使用效率能够抵消人口增加带来的能源消耗总量增长，城镇化长期发展中就

能呈现出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另一方面，城镇化带来了高耗能基础设施的建设与使用。城市能源消费需

求增加，化石燃料的大量使用，使碳排放增加[30]。同时随着城镇化进入中后期，规模效应会消失[7]，消费效应

逐渐占据上风，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无法抵消其作用，使碳排放增加。

许多文献都验证了城镇化与碳排放之间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但也有一些文献发现城镇化与碳排放存

在非线性关系。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不同阶段的城镇化程度对碳排放的影响有所不同。第一，认为城

镇化水平与碳排放之间呈“U”型关系或“倒U”型关系。一方面，在城镇化发展初期，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显

著，抑制了碳排放的增加。但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城市基础设施扩张、交通需求加大，带来能源消费加

剧、工业污染严重等一系列问题，使得城镇化对碳排放呈现“U”型关系[24，33]。另一方面，虽然城镇化发展初期

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支撑了经济增长，缓解了环境污染压力，但也只能减轻城镇化对碳排放的促进作用[4]。

在城镇化的推进过程中，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带来能源消费的快速增长。直到城镇化后期，能源利用效

率的提高和技术进步才能使得碳排放下降，两者呈“倒U”型关系[34]。第二，认为城镇化水平与碳排放之间存

在“N”型关系或“倒N”型关系。王星等（2016）[22]发现全国整体和城镇化质量相对低的地区，其城镇化与碳排

放呈“N”型关系。然而对于城镇化质量中高的地区，城镇化与碳排放则呈“倒N”型关系。因为集聚效应和

规模效应在城镇化初期能抑制碳排放增加，但随着城镇化进入中期，城市无序扩张引发能源的过度消耗导

致碳排放增加，而到了城镇化后期，城镇发展和空间布局逐步优化，最终又能实现碳减排。曹翔等（2021）[35]

从居民生活碳排放的角度出发，也发现人口城镇化与生活碳排放之间存在“倒N”型关系。

（三）影响强度

现有文献对城镇化影响碳排放的强度也有许多研究。王世进等（2017）[30]发现我国城镇化率提高1%，碳

排放量提升0.63%，张腾飞等（2016）[4]在类似假设条件下发现碳排放量增加0.44%。王鑫静等（2020）[18]从效

率角度考虑，认为单位城镇化率的提升会使得碳排放效率下降0.83%。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牛鸿蕾（2019）[7]的

研究中城镇化率提升1%仅使碳排放量下降0.15%。显然不同文献的研究结果差异巨大，两个变量之间的内

在机制以及选取样本的时空异质性也会导致结果的不同。

综上所述，关于城镇化是否影响碳排放，目前国内外研究大多都认为城镇化能显著影响碳排放。在此

基础上，城镇化与碳排放的关系未有定论。在不同的研究中城镇化与碳排放呈现出正相关、负相关、“U”型

关系和“N”型关系。上述文献结论并未达成一致，其原因在于不同文献使用的数据和方法等方面存在差异，

城镇化影响碳排放呈现出一定异质性，主要有以下几点差异。第一，研究对象的区域和样本平均年限。不

同的区域、本身处于不同的城镇化阶段可能会呈现出不同的特征。第二，样本时间跨度。不同文献的样本

时间跨度差异巨大，存在对线性和非线性关系错误推断的可能性。第三，模型和方法。对于两者关系不显

著的研究中，选取的样本时期较短或者忽略城市之间的空间溢出效应都可能导致城镇化对碳排放的影响不

显著。第四，变量指标。在不同文献中城镇化存在多种表征指标，指标的不一致使得研究结论缺乏可比性。

三、城镇化影响碳排放的传导机制

人口规模的变化是城镇化进程中最明显、最突出、最直接的特征，也是城市建设的原始动力。但城镇化

不仅包括了人口城镇化对碳排放的直接影响，还包括了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等方面的间接影响。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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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主要使用中介效应模型、门槛效应模型或加入交互项进行分析，涵盖的角度包括经济增长、技术进步、

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和外商直接投资五个方面，使用的指标如表6所示。

表6 城镇化影响碳排放传导机制的主要变量

变量

经济增长

技术进步

产业结构

能源消费结构

外商直接投资

主要指标

人均GDP

消费水平

单位土地面积产值

人均可支配收入

基于DEA计算的技术进步指标

能源强度

R&D、单位产值R&D
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比值

第三产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

第二产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

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

煤炭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

电力消费占居民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

外商直接投资占总产值的比重

外商直接投资总额

经典文献

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等（2011）
Zhang等（2014）、谭建立等（2021）、杜海波等（2021）
王泳璇等（2016）、祝伟等（2021）
邵帅等（2019）、任晓松等（2020）
王锋等（2017）、王鑫静等（2020）
张成等（2011）
王星等（2016）
王世进等（2017）、孙丽文等（2020）
张先锋等（2014）
毕晓航（2015）、孙丽文等（2020）
王世进等（2017）、王鑫静等（2020）
余志伟等（2022）
张雷等（2010）、王世进等（2017）
王泳璇等（2021）
李子豪（2015）
阚大学等（2018）、王晓林等（2020）

（一）经济增长

在城镇化影响碳排放的传导机制中，经济增长的影响十分显著。许多文献都认为城镇化能显著推动经

济增长而经济增长又能影响碳排放[36]。然而现有文献在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影响方向上仍存在争议。王鑫

静等（2020）[18]认为经济增长能提高碳排放效率。不仅经济增长对遏制碳排放强度上升起到重要作用[37]，经

济集聚也能显著降低碳排放强度[38]。邵帅等（2019）[39]不仅构建了理论模型，还通过实证验证了经济集聚与

碳排放强度呈倒“N”型曲线关系。但也有许多文献提出相反观点，认为经济增长对碳排放起到促进作用[40]。

王锋等（2017）[9]考虑空间溢出效应，认为经济增长能够促进周围城市的碳排放。祝伟等（2021）[41]发现城镇化

能降低化肥使用强度同时不影响粮食单产，从而提高居民消费水平使得碳排放增加。王泳璇等（2016）[42]认

为人均居民消费对碳排放的促进作用呈先升后降的趋势。杜海波等（2021）[43]认为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解释

力在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后相对减弱。可见现有文献主要考虑了经济增长在消费水平变化上对

碳排放的影响，同时在空间效应、经济增长的阶段性变化和经济集聚等方面进行了拓展。

（二）技术进步

“创新驱动”是城镇化走向高质量的重要表现之一[44]，但现有研究中技术进步对碳排放的影响仍存在一

定的争议。王世进等（2017）[30]认为重工业研发需要投入大量化石能源从而使得技术进步表现为对碳排放的

促进。部分学者持有相反观点，张成等（2011）[45]基于数据包络分析（DEA）测算出生产技术进步指标，发现技

术进步可以增加产出。虽然产出增加会带来更多污染，但同时也会增加污染治理投资，综合来看能使碳排

放下降。孙丽文等（2020）[46]认为技术创新主要通过生产流程创新和生产技术创新两种途径实现碳减排。此

外，部分学者用能源使用效率的提高衡量技术进步，认为在粗放式发展阶段能源利用效率低不利于抑制碳

排放增长[22]。上述文献对技术进步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污染治理技术创新、能源使用效率创新和绿色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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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技术创新三方面对碳排放的影响。但现有文献多以企业为研究对象，并从供给侧或环境政策冲击的角度

出发，缺乏绿色产品需求视角的研究，也缺乏关于碳汇相关技术的研究。

（三）产业结构

城镇化是劳动力向第二和第三产业转移的过程，城市的产业结构也会随之变化。现有文献主要从第二

产业或第三产业两方面展开对产业结构的研究。大多数文献都认为第二产业的发展导致化石能源消耗增

加和碳排放增加[18]，尤其是重工业[30]。而第三产业的碳排放相对较低。孙丽文等（2020）[46]认为提升第三产业

比重降低污染密集型产业的主导地位能有效解决碳排放污染。余志伟等（2022）[47]则发现产业结构高级化不

仅能显著降低本区域的碳排放强度，且抑制效果随城镇化而提升，同时也能通过空间效应降低周边地区的

碳排放强度。但毕晓航（2015）[48]认为第三产业较快的增长速度也会导致能源消费及碳排放的快速增加。张

先锋等（2014）[49]同样认为产业结构优化促进了碳排放，原因是第三产业中交通运输等生活生产服务业的碳

排放量较高。现有文献除了从第二或第三产业视角进行分析，也有同时考虑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合理布局

的研究，但还缺乏具体行业视角和产业智能化和数字化的研究。

（四）能源消费结构

能源消费结构虽然会受国家政策的影响，但也与城镇化进程紧密相连并且直接影响碳排放。许多学者

认为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与碳排放呈显著正相关关系[30]。但关于城镇化进程中如

何通过能源消费结构影响碳排放的研究存在不同的观点。一方面城镇化建设需要消耗大量化石能源，会提

高煤炭消费占所有能源消费比例；另一方面，城镇化能优化能源消费结构，依靠技术创新和可再生能源的开

发降低高排放能源的占比。王泳璇等（2021）[50]通过构建门槛效应模型，发现城镇化率较低时能源消费结构

对碳排放的弹性系数为负，随着城镇化率提升弹性系数的绝对值逐渐减小。张雷等（2010）[51]认为城镇化初

期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快速增长，进入城镇化成熟期后以油气为主的能源消费增长显著放缓。上述文献

主要围绕煤炭、化石能源等在城镇化进程中对碳排放的影响展开，对可再生能源视角的研究较少。此外，不

同城市的资源禀赋存在巨大差异，在城镇化推进的过程中必然会形成截然不同的能源消费结构，因此必须

考虑地区的异质性。

（五）外商直接投资

城镇化的推进会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FDI）[52]。现有文献主要从投资性质、技术溢出、产业转型等

角度来解释FDI对碳排放的影响。王晓林等（2020）[53]认为FDI在不同城镇化阶段可通过规模效应、技术效应

和结构效应影响碳排放。其中，城镇化初期FDI流向高耗能行业对碳排放产生正向影响，随着城镇化水平提

高，FDI能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研发减轻碳排放的压力。李子豪（2015）[54]认为只有本土研发投入达到

一定水平后，FDI才能起到减少碳排放的作用。当前文献主要集中在FDI数量方面，对FDI质量影响碳排放

的研究仍较少。

总体而言，城镇化影响碳排放的传导机制已有一定的研究，许多文献都显示出人口城镇化以外的间接

因素也对碳排放有显著影响，但关于不同的传导路径并未达成一致的结论。同时目前相关研究在理论推导方

面还较少，缺乏理论支撑，文献结论缺乏可比性。此外，当前研究较少关注到公众环境意识对碳排放的影响。

四、Meta回归分析

为了寻找不同文献研究结果差别的深层原因，本文使用Meta回归分析方法对近年来关于城镇化影响碳

排放的实证研究进行定量分析，检验研究结论是否受到变量特征、样本特征、方法特征和发表特征的影响。

首先本文根据若干标准对文献进行了筛选，遵循的标准包括：（1）文献必须具有相同或类似构成，即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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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城镇化率、碳排放量等相关变量；（2）文献必须是定量分析的实证研究，剔除文献综述、理论分析等定性研

究；（3）文献必须报告 t值或回归系数；（4）若不同文献使用同一套数据且计量方法和模型也相同或类似时，

只选取发表在影响因子最大期刊上的文献进行分析；（5）本研究仅纳入北大核心期刊和南大核心收录的中

文期刊文献，以及影响因子大于等于 1的国际期刊文献。根据以上标准，最终筛选出 55篇有效文献，得到

124个研究结果，包含城镇化率二次项的研究结果有23项，包含不显著的研究结果2项，文献于2010－2021
年发表。以上原始文献的每一个研究结果都是Meta回归分析中的样本。

Meta回归分析的模型设定如下：

yi = β0 +∑
k = 1

n

βkVFik +∑
j = 1

n

β jSFij +∑
p = 1

n

βpMFip +∑
m = 1

n

βm LFim + εi

被解释变量 yi 是第 i 篇原始文献中所关心变量的效应量，衡量原始文献中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

响；VFi 、SFi 、MFi 和 LFi 为第 i 篇原始文献中的变量特征集、样本特征集、方法特征集和发表特征集。本文

采用的效应量也即Meta回归分析中的被解释变量为各原始文献中城镇化率对碳排放的回归系数及 t值。此

外，由于部分原始文献同时报告了多个研究结果使得样本不满足独立性，从而无法对研究假设进行有效检

验。本文参考应瑞瑶等（2012）[55]的方法，以原始文献中报告的研究结果个数的平方根为权重，采用加权最小

二乘法（WLS）进行修正。在Probit模型中为了处理相同文献不同结果可能存在的组内相关，本文以原始文

献的作者为聚类变量计算聚类稳健标准误。表7为Meta回归分析中包括的变量和说明。

表7 Meta回归分析变量说明

变量

被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

变量特征

样本特征

方法特征

发表特征

二级变量

t值的绝对值

回归系数的绝对值

回归系数的正负

二次项 t值的绝对值

二次项回归系数的绝对值

二次项回归系数的正负

碳排放总量

碳排放强度

人口城镇化率

土地城镇化率

产业结构

外商直接投资

技术进步

经济增长

样本容量

样本时间跨度

样本平均年限

样本层面

模型设定

样本数据类型

发表年份

说明

虚拟变量，回归系数为正则为1，否则为0

虚拟变量，回归系数系数为正则为1，否则为0
虚拟变量，被解释变量为碳排放总量则为1，否则为0
虚拟变量，被解释变量为碳排放强度则为1，否则为0
虚拟变量，被解释变量为人口城镇化率则为1，否则为0
虚拟变量，被解释变量为土地城镇化率则为1，否则为0
虚拟变量，控制变量包含产业结构的指标则为1，否则为0
虚拟变量，控制变量包含对外开放的指标则为1，否则为0
虚拟变量，控制变量包含技术进步的指标则为1，否则为0
虚拟变量，控制变量包含经济增长的指标则为1，否则为0
文献中总样本数的平方根

计算方法为：样本结束年份-样本起始年份

计算方法为：（样本起始年份+样本结束年份）/2-2000
虚拟变量，发达国家数据则为1，否则为0
虚拟变量，中国三大城市群数据则为1，否则为0
虚拟变量，动态面板模型则为1，否则为0
虚拟变量，面板数据则为1，否则为0

注：（1）Meta回归分析模型的被解释变量是各原始文献中的相关回归结果，此处为城镇化率对碳排放量的相关回归结果，包括回归系数和

t值；解释变量则包括原始文献选择的变量、样本、计量方法等特征构造的代理变量。（2）受样本限制，此处未加入除人口城镇化率和土地城镇

化率之外的其他城镇化指标，也缺少足够的样本构造人均碳排放量、碳排放效率以及能源消费结构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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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显著性分析，选择一次项和二次项 t值的绝对值为被解释变量；针对影响强度分析，选择一次项和

二次项回归系数的绝对值为被解释变量；针对影响方向分析，选择一次项和二次项回归系数的正负为被解

释变量，并采用Probit二元选择模型进行分析。

线性关系的Meta回归结果见表8，模型1~3分别为城镇化影响碳排放的显著性分析、影响强度分析和影

响方向分析。由模型1的回归结果可知，各类变量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也不显著，其联合效应也不显著，

表明变量选择等方面的异质性对回归结果的显著性没有影响。从模型2的回归结果来看，样本特征中的样

本容量、样本时间跨度和样本平均年限回归系数都为负并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样本量越大越新、时间

跨度越长，城镇化对碳排放的线性影响就越弱。在方法特征中，使用动态面板模型得到的线性关系会更弱，

而面板模型下则会得到线性关系更强的结论。在发表特征上，发表年份越新得到的线性关系也更强。由模

表8 城镇化与碳排放线性关系的Meta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特征

样本特征

方法特征

发表特征

碳排放总量

碳排放强度

人口城镇化率

土地城镇化率

产业结构

外商直接投资

技术进步

经济增长

样本容量

样本时间跨度

样本平均年限

三大城市群

发达国家

面板

动态面板

发表年份

常数项

N
R2

F
Pseudo R2

Wald

WLS
模型1
3.367

（3.370）
2.803

（3.361）
4.527

（7.168）
10.501

（7.941）
-1.850

（2.680）
3.599

（2.901）
-0.421

（3.140）
0.146

（3.083）
-1.386

（1.203）
0.167

（0.221）
0.139

（0.430）
-5.157

（3.949）
-0.498

（6.341）
-1.397

（4.262）
-3.334

（2.843）
-0.204

（0.519）
416.665

（1041.189）
73

0.199
0.87

模型2
-10.720*
（6.259）
-4.624

（6.500）
1.597

（15.072）
-6.769

（16.179）
-5.411

（5.077）
-7.962

（5.359）
-1.011

（6.559）
-5.554

（5.685）
-7.114***
（2.397）
-3.155***
（0.463）
-6.544***
（0.903）
9.351

（6.999）
-13.824

（12.661）
31.814***
（8.480）
-9.154*
（5.495）
6.211***
（1.017）

-1.2e+04***
（2039.563）

97
0.540
5.85***

Probit
模型3
-0.338

（0.389）
-0.082

（0.444）
5.833***
（0.974）
5.993***
（0.960）
0.314

（0.534）
-0.204

（0.596）
0.694

（0.524）
1.528***
（0.549）
-0.439**
（0.188）
-0.129**
（0.059）
-0.352***
（0.111）
-0.594

（0.548）
-1.648*
（0.954）
0.041

（1.074）
-0.950**
（0.383）
0.224**
（0.103）
-452.480**
（205.093）

97

0.356
644.53***

注：***、**、*分别代表 1%、5%、10%的显著性水平，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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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3的回归结果来看，在变量特征中，土地城镇化率和人口城镇化率都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且回

归系数相近，表明相比其他衡量城镇化的指标，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都更大概率得到城镇化促进碳排

放增长的结论。同时，控制经济增长相关指标也会使得到城镇化促进碳排放结论的概率更大。样本特征

中，样本容量、样本时间跨度和样本平均年限系数都为负，表明样本量越大、越新，时间跨度越长，得到城镇

化抑制碳排放增长结论的概率也越大。此外，使用发达国家的数据更大概率得到城镇化抑制碳排放增长的

结论；在方法特征和发表特征中，使用动态面板模型也有更大概率得出城镇化推进减少碳排放的结论；而发

表年份越新则更大概率得到城镇化促进碳排放增长的结论。

二次曲线关系的Meta回归结果如表9所示，模型4~6分别为城镇化二次项影响碳排放的显著性分析、影

响强度分析和影响方向分析。由模型4的回归结果可知，原始文献的回归中控制外商直接投资变量对城镇

表9 城镇化与碳排放二次曲线关系的Meta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特征

样本特征

方法特征

发表特征

碳排放总量

碳排放强度

人口城镇化率

产业结构

外商直接投资

技术进步

经济增长

样本容量

样本时间跨度

样本平均年限

三大城市群

发达国家

动态面板

发表年份

常数项

N
R2

F
Pseudo R2

Wald

WLS
模型4
2.151

（1.217）
-1.007

（1.096）
0.595

（1.741）
-3.133*
（1.411）
6.673***
（1.365）
-1.140

（1.377）
-1.696

（2.012）
-2.507**
（0.642）
0.407**
（0.119）
0.885***
（0.209）
1.362

（1.227）
9.401***
（1.482）
-0.580

（1.381）
-0.311

（0.347）
632.382

（702.602）
20

0.951
6.85**

模型5
-0.156

（0.323）
-0.150

（0.276）
4.999**
（1.602）
-2.394**
（0.949）
2.660***
（0.479）
-1.218**
（0.370）
-1.979***
（0.539）
-1.147***
（0.330）
0.254**
（0.093）
0.460**
（0.152）
1.726*

（0.779）
0.787

（0.543）
-0.124

（0.324）
-0.304**
（0.110）
611.458**
（219.894）

23
0.927
7.25***

Probit
模型6
0.156

（0.968）

-4.254**
（1.810）

0.239
（2.009）
1.076

（1.566）
-0.080

（0.137）
0.802***
（0.274）
-0.799

（1.734）
13.839**
（6.597）
1.074*

（0.563）
0.009

（0.296）
-25.287

（598.554）
23

0.533
86.5***

注：受样本限制，二次曲线关系的Meta回归分析中缺少土地城镇化率和面板模型等变量，Probit回归中同样剔除了部分变量，包括碳排放

强度、人口城镇化率、外商直接投资和技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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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与碳排放二次曲线关系的显著性起正向作用，而控制产业结构则起负向作用。样本特征中，样本时间跨

度、样本平均年限和发达国家数据都与城镇化率二次项对碳排放的显著性呈正相关，而样本容量则呈负相

关。在模型5中，使用人口城镇化率，控制产业结构、外商直接投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都对二次项回归

系数有显著影响。样本特征中，样本容量、样本时间跨度、样本平均年限和三大城市群也对城镇化与碳排

放的二次项回归系数有显著影响。在模型6中，控制产业结构有更大概率使城镇化率二次项对碳排放的回

归系数为负。使用发达国家数据、使用动态面板模型和增加样本平均年限都有更大概率使得二次项回归系

数为正。

综上所述，通过Meta回归分析可知现有文献主要有以下特征：第一，变量特征中选择碳排放总量还是碳

排放强度对文献结论没有显著影响；相比其他城镇化指标，选择人口城镇化率和土地城镇化率均有更大概

率得到城镇化促进碳排放增长的结论；此外，仅有控制经济增长变量有更大概率得到城镇化促进碳排放的

结论。第二，样本特征中样本容量、样本时间跨度和样本平均年限在影响强度和影响方向上都对城镇化一

次项有显著负向影响。部分样本容量较少的文献可能存在高估影响强度、错误得到正相关关系的问题；增

加样本平均年限和发达国家数据更大概率呈现“U”型关系且更显著。第三，方法特征中，使用动态面板模型

对二次曲线关系的显著性没有明显作用；使用面板模型则会增加一次项的影响强度，城镇化对碳排放的线

性影响也有显著动态关系。第四，发表特征主要对影响强度和影响方向产生作用，发表年份越新城镇化影

响碳排放强度越大，更大概率得到正相关的结论。

五、评述与展望

（一）评述

随着人们对全球变暖问题，特别是对碳排放问题的关注，城镇化对碳排放的影响及其动因也受到越来

越多的关注。总结以往的研究内容和方法，可以看到关于城镇化对碳排放影响研究的视角在不断丰富，方

法更加多样且科学。本文在厘清城镇化与碳排放内涵及度量的基础上，回顾了城镇化与碳排放的关系、城

镇化影响碳排放的传导机制，以及研究中主要使用的模型。虽然当前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从

已有的文献来看，研究还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从研究选取的变量和样本来看，存在以下问题：第一，部分样本容量较少的文献可能存在高估影响强

度，错误得到城镇化促进碳排放增长结论的问题。第二，在衡量人口城镇化率时，部分文献使用的非农人口

占比并不能体现实际在城市参与生产和消费的人口比例。同时，使用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衡量人口城镇

化也没有考虑在部分发达城市人口流动性较强、流动人口多。因此，对居民能源消耗和碳排放量的计算可

能与实际情况存在较大偏差。第三，当前各角度的城镇化研究都存在一些缺陷。其中，人口城镇化的研究

中对人口老龄化和低生育率问题的分析仍较少。土地城镇化的研究中尚未有文献对城镇不同功能分区和

城市群中不同城市的协同作用进行分析。社会城镇化缺少明确的指标和对碳排放传导链条的系统论述。

构造综合城镇化指标也容易掩盖城镇系统中不同部分对碳排放的影响。第四，当前学者们选取的研究对象

主要集中在跨国层面、国家层面、省级层面以及经济带或城市群，对地级和县级层面的研究较少。地级和县

级城市是我国城镇化的主要载体，每个城镇在人口、经济总量、产业结构等方面都存在巨大差异，深入开展

地级和县级层面的研究具有较强现实意义。

从研究的方法来看，存在以下问题：第一，当前研究还集中在对 IPAT模型及STIRPAT模型的拓展上，受

限于有限的若干变量。一旦变量个数过多，研究结果的稳健性和解释力就会受样本的限制。第二，大多数

文献都从实证角度展开，缺乏理论模型的推导。第三，不同研究方法及指标的衡量方式有其自身的优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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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使用条件，许多文献在使用不同模型和指标的情况下得到截然不同的结论，对于研究结论的科学性还有

待商榷。

从研究的内容来看，存在以下问题：第一，虽然从各个角度评估城镇化对碳排放的总体影响已有一定共

识，但不同城镇化阶段对碳排放的影响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和地区有所差异。不同的文献使用的样

本拥有不同的特征，所得到的结论也会有所不同。同时由于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不同区域城镇化受到的影

响也更为复杂。第二，城镇化影响碳排放传导机制的研究还不够深入。比如经济增长中人均GDP的变化并

不能直接与碳排放关联，现有研究中已有通过人力资本来研究经济增长中对碳排放起作用的因素，但还缺

乏其他角度的研究。技术进步从供给侧或环境政策冲击的角度出发已有大量研究，但仍缺乏对绿色产品需

求视角的研究。不同文献从各个角度对产业升级进行了大量分析，但缺少具体行业视角和产业数字化的分

析。此外，当前文献也更多关注FDI总量对碳排放的影响，较少关注城镇化如何影响FDI质量进而对碳排放

产生影响。

（二）展望

城镇化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涉及人口规模变化、人口的流动、基础设施的建设、产业结构的转

型升级、技术的进步、人们生活生产方式和观念的改变等等。同样碳排放也是一项纷繁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

生产耗能、交通耗能、家庭生活耗能、垃圾处理，以及在终端环节能够减少实际碳排放的自然固碳和人为固

碳等多个问题，是多种不同因素相互作用的工程。城镇化对碳排放影响的研究应当与社会学、地理学等其他

学科结合，拓宽视野，丰富内容。因此，还需要用更加系统的思维探索更为严谨且合乎逻辑的研究方法。

关于选取的变量和样本。第一，拓宽研究对象的层级，一方面可纳入更多的城市增加样本容量避免统

计上的偏误。另一方面可将研究对象拓展到县一级以丰富现有研究成果。第二，需要充分考虑选择单个变

量还是综合选择多个变量来研究其对碳排放的影响。第三，针对拥有不同时空特征的样本，需要仔细考虑

指标选取，如是否将流动人口纳入到城镇人口当中。

关于模型与方法。第一，在研究方法上，需要建立理论模型，构建系统性的框架研究城镇化与碳排放的

关系。可同时选用多种方法进行研究并验证结论，使得研究结果更加精确和有说服力，这也是未来研究的

趋势所在。第二，针对数据缺失和指标单一的问题，可利用卫星遥感进行测量和监测，可获取城市夜间灯光

数据，对城镇化水平进行估算、修正和补充。特别是在第三世界国家数据缺乏的情况下，可以起到有效的补

充作用。

关于研究内容。第一，在研究各省市或经济带和城市群的城镇化对碳排放的影响时，空间溢出效应往

往不可忽略。由于我国城市规划具有政府主导的特点，城市与城市之间不管在经济上还是政策上都有紧密

关联，其城镇化对周边省市的碳排放或相互促进或相互抑制或存在单方向的影响。第二，关于技术进步和

产业结构等作为中介变量的传导机制研究还不够深入。当下产业智能化、产业数字化转型，对于企业推动

高质量发展，实现节能减排有重大意义。同时还需要关注技术变革对于农业部门碳排放和家庭部门碳排放

的影响。以及公众对绿色产品的需求如何从需求侧影响技术创新。第三，当前关于电力体制改革、生物固

碳技术、低碳生活等方面都需要学者增加对其政策的解读和其效果的研究，但国内相关环境政策存在实施

年限尚短，其政策效果尚不明显的问题，需要在未来多年的变化中跟踪研究。

当前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发展的中后期，但各区域之间仍存在发展不平衡等深层差异。因此，不仅要考

虑落后地区在城镇化过程中如何控制碳排放的增长，也要考虑发达地区城镇化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实现

节能减排。同时，结合我国城市规划和经济规划由政府主导的特点，需要加强对提高低碳城镇化的政策研

究。实际上，很多与城镇化相关的影响因素会直接或间接地对碳排放产生不同方向的影响，这些影响因素

相互抵消或者互相促进，最终混合各种影响所得到的实际碳排放结果可通过计量方法、实证分析显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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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当前我国城镇化对碳排放的研究在借鉴国内外经验的同时，必须深刻理解中国城市自身发展的特点，

在开放视角下立足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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